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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报》琐记

廖小平

　　不久前接到《长沙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

版）》（以下简称《学报》，其前身为《长沙水电师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陈浩凯和编辑部邀

请，说《学报》创刊３５周年了，想请曾在《学报》

先后担任编辑和主编的我写篇纪念文章。本来

不想写这些东西，因为无非是一些平常的工作

而已。但因我在《学报》编辑部先后工作了１２

个年头，是人生和职业生涯中一段不短的时间，

同时也不好辜负编辑部同志们的好意，于是决

定趁机回顾一下在《学报》编辑部工作时的点点

滴滴。

１９８６年，我从湘潭大学研究生毕业，求职

于正在筹备中的三峡省委（筹）宣传部，很快收

到接收函，甚是高兴。又很快，收到中国社会科

院的接收函，却很费解。原来三峡省委（筹）撤

销，三峡省委（筹）宣传部将我的求职信转给了

中国社会科院，于是中国社会科院主动给我寄

来了接收函。但我没去成中国社会科院，主要

是因为系主任和导师沧南教授软硬兼施地要求

我留校任教，我不得不从。因三峡省委（筹）宣

传部和中国社会科院对我有无名英雄般的知遇

之恩，我一直心存感恩。所以也借此机会在此

掠记，当时世风、政风亦可见一斑。

１９８７年初，我认识了在长沙上大学的女

友，于是调离湘潭大学的心又开始躁动，到处打

探消息，争取调到长沙工作。１９８８年上半年，

在一次看望寓居长沙的老师的聚会上，有位同

学说《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其前

身为《长沙水电师院学报（社会科学版）》）编辑

部要一名哲学编辑，于是我当天就去见了《学

报》主编靳绍彤教授。聊了不到一个小时，靳绍

彤主编就当场答应要我，并承诺接收我即将大

学毕业的女友到学校财经系任教。

问题又来了。沧南教授仍不同意我调离湘

潭大学哲学系。经死缠烂打，沧南教授终于松

了口，但建议我调到中国社会科院去工作，我女

友则通过考研去北京。但我没听“老人言”。当

时我们还可以去深圳，也因少小懵懂厮守小日

子而错过。湖南师大伦理学研究所唐凯麟教

授，在我刚调进长沙水电师院不久，希望我再调

到湖南师大任教，但我因长沙水电师院有更好

的住房而作罢。我后来拜在唐凯麟教授门下攻

读博士学位。

经过以上“波折”，我终于在１９８８年７月来

长沙水电师院报到。学报编辑部办公室在图书

馆六楼西南角的一个大通间，学报社科版编辑

部和自科版编辑部共用这间办公室。１９８８年

国庆，我的婚礼也在这间办公室举行。没想到

的是，我在这间办公室工作了近９年，并自此开

始了从１９８８年至１９９９年长达１２个年头《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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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编辑出版工作的生涯（含担任学工部长后兼

任学报主编的时间），与《学报》编辑部同事及全

国学报界的同行结下了深情厚谊，发生了很多

美好的“编辑部的故事”。

我到《学报》编辑部上班的第一天，编辑部

编务尹晓波同志就将一大摞稿件交给我审稿和

编校。那时的编辑人员是审、编、校“一条龙”或

“全链条”的。我从未受过编辑出版方面的培

训，也没有师傅带一带，就连编校符号也只能基

于平时的积累现学现用，学中用，用中学。由于

有一定学术积累，爱思考以及做事比较认真和

细心，包括跑印刷厂、指导排版工人拣疑难铅字

等一应活儿都干，所以很快成为了编辑骨干。

《学报》创刊于１９８６年，第一任主编是靳绍

彤，他从事美学研究。当时美学研究很热。靳

绍彤主编的办刊风格不拘一格，好文章、美学栏

目的文章一般都不受篇幅的限制；刊物印张也

不固定，根据每期所发文章的多少而定。当时

审稿没有“三审制”，一般就是按编辑所熟悉的

学科领域分发稿件，编辑审稿并撰写审稿意见，

在编辑部定稿会上提出是否采用的建议，通过

大家讨论由主编决定是否采用。定稿会是非常

认真和严谨的。由于靳绍彤主编善于交际，在

学界和媒体界有一些朋友，所以一方面能组一

些好稿件，另一方面逐渐扩大了《学报》的影响

力。靳绍彤主编为形成《学报》的办刊特色和扩

大社会影响奠定了基础，做出了重要贡献。

大约在１９９３年，靳绍彤主编在延聘几年后

退休，中文系陈其相教授接任主编，基本上延续

了靳绍彤主编的办刊风格和工作方式，推动了

《学报》影响力的进一步上升。

１９９５年，陈其相主编退休，我接任主编。

担任主编后，我一方面继续坚持质量至上

的用稿原则，另一方面又采取了一些改革措施。

一是在《学报》办刊定位上，定位于“纯学

术”。现在学报都在办刊特色上做文章，也得到

了政府部门的鼓励和支持。其实，在２０世纪９０

年代，很多学报也在办刊特色上想办法，比如一

些地方高校的学报结合地域文化资源和特色，

突出地域文化或人物的办刊定位和选题原则。

而当时的《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在

地域文化特色上无法与《湖南师范大学学报》

《湖南大学学报》《湘潭大学学报》比肩；作为一

所以电力为行业背景、一般工科院校主办的社

科版学报，也无法在行业特色上做文章。于是，

我们经过调研和思考，慎重决定，《长沙电力学

院学报（社会科学版）》不应受地域和行业限制，

不应只为追求行业和地域特色办刊，而应定位

于“纯学术”，以“纯学术”立刊。这里所说的“纯

学术”，是指在坚持正确办刊方向和办刊宗旨前

提下，在选题范围上不拘一格，严格坚持学术标

准以质取稿，通过不断提高《学报》的学术水平

而提高办刊质量。

二是严格以质取稿。当时由于种种原因，

一些并不从事教学和科研的领导、行政人员等

也可以参评职称，或许需要“扮靓”自己，他们要

求在学报发表文章，而这些文章大多数都是学

术水平不高的，甚至是工作交流和经验总结之

类的。我坚决顶住压力，不发表这样的文章。

可以想见，一开始是很艰难的，但咬牙坚持下

来，大家也就慢慢习惯了。当时《学报》还面临

一种情况，就是如何处理校外作者与校内作者

的关系。《学报》编委会、校内作者常为发表校

外作者文章过多而指责和抱怨《学报》编辑部，

并提出发表校外作者的文章不能超过３０％的

建议。这种限定必然影响办刊质量。虽然作为

学校主办的《学报》毫无疑问要优先发表校内作

者的文章，但当时校内作者不论是在投稿数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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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还是在研究水平上，都难以支撑起进一步提

高《学报》质量的重担。于是，编辑部认为，还是

应该不论内稿还是外稿，都一视同仁地坚持以

质取稿。另外，任何刊物的编辑部都难以摆脱

“关系稿”之困，对此，我们坚持的原则是尽量不

发关系稿。编辑们在领导、朋友、熟人、同学的

文章达不到发表水平被否决而无法解释和面对

时，都可以把我作为挡箭牌，就说是主编不同

意，所有得罪人的事我可以一人承担。为了做

好榜样，有一次连我研究生导师的文章，我都亲

自否决掉了，编辑们也就不好意思多用关系稿

了。其实按我研究生导师文章的水平是完全可

以发表的，我只是要率先做好“要求他人做到的

首先自己做到，要求他人不做的首先自己不做”

的垂范。

三是主动向名家约稿，而且基本都能约到。

我现在还记得，在我的邀请下，邓晓芒教授每年

都给《学报》写一篇文章。我也曾向张岱年先生

约稿，张先生给我回了信，说年事已高，身体不

好，基本不写文章了，很是抱歉。虽然没约到

稿，但张先生给我回信，我特别感动。这样的

事，在我担任《学报》编辑，特别是主编时，是经

常发生的。

四是坚持发稿费，坚决不收版面费。那时

不少刊物开始收取版面费，但我坚持《长沙理工

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不仅不收取版面费，而

且发放稿费。为了《学报》编辑部能够有些收

入，我们每年办一两期增刊，可给编辑部人员发

点劳务费，那时增刊的文章还可用于参评职称。

另外，还可以卖一些旧报纸和过刊，得到的微薄

收入，到年底可以给每位同事买一箱水果，当然

也不忘给退休了的老同事送一箱去。

五是充分调动编辑人员的积极性，使大家

有一种事业自觉和办好《学报》的荣誉感。我们

《学报》的编辑人员素质非常高，都是“学编一

体”，即编辑人员本身就是学有所长的专家。在

当时国内学报界，像我们《学报》编辑部这样，编

辑都有硕士学位和副教授以上职称（后来都当

了教授），还是罕见的，老一辈如靳绍彤、陈其

相、章惠康是这样，新生代如我、李传书、刘范

弟、王新生都是这样。我担任学工部长后，学校

仍然要我兼任《学报》主编，我提出配一位副主

编，主持日常工作，并与副主编各负责一半栏

目，实行竞赛，看谁负责的栏目质量最好、水平

最高。这种机制效果很好。

在原有基础上，《学报》在编辑部同事共同

奋斗、广大作者的关心支持下办得越来越好，越

来越有影响力，国内学界作者，不管老中青，纷

纷给《学报》投稿，《学报》稿源充足。正因为《学

报》影响力的快速提升，一方面高质量稿源越来

越多，另一方面通过提高办刊质量培养了一批

作者，校内作者如许第虎老师，因研究领域冷

僻，很少有刊物接受他的文章，所以一生论文数

量很少，在其即将退休之年，我大力支持他在

《学报》连发两篇文章。受此激励，他在此基础

上又进一步研究，论文很快就在《中国社会科

学》发表。因这篇论文，他年届花甲时被破格晋

升为教授。《学报》还扶持了校内外大批青年学

者，他们构成了《学报》的基本作者队伍，很多作

者现在已是知名学者。

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开始，人大复印报刊资

料在《光明日报》等有关媒体每年公布国内刊物

被其复印转载的排名，我主编的《长沙电力学院

学报（社会科学版）》在高校学报中的排名一直

比较靠前，《哲学》栏目甚至多年仅排在《哲学研

究》之后，有些年份《哲学》栏目的文章转载率甚

至还排在《哲学研究》之前，位居全国第一。那

时国内还只有中文核心期刊要目总览，且影响
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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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不大；ＣＳＳＣＩ期刊的评价体系还未问世；更没

有期刊影响因子一说；在学人心目中唯一或最

重要的评价因素，就是转载量、学术声誉和学术

界的认可。当时国内学术界都了解并认可的三

大文摘刊物就是《新华文摘》《人大复印报刊资

料》和《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已更名为《高校学

术文摘》）。《长沙电力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在这三大文摘刊物中都表现不俗。

１９９７年，学校迎接教育部本科教学工作评

估，专家组成员进校时说的一句话，对《学报》编

辑部是一种鼓励和鞭策：“你们这个学校的文科

《学报》办得不错！”２００１年，我去上海大学开

会，在报到时，一位与会者对我说，“你是长沙电

力学院的？你们的文科《学报》办得好啊！”这位

与会者知道廖小平是《学报》主编，但不知道本

尊就站在这里。

还有一点特别要说一说。那时办刊人还基

本上没有为了提高转载率或影响因子，而去找

门子、拉关系的行为和习惯，也没有为了迎合刊

物评价机构的偏好而确定办刊方向的做法，更

没有目前特别流行的为了提高刊物影响因子而

“自引”“互引”的做法。相反，逢年过节我还经

常收到人大复印报刊资料相关分册的编辑寄来

的明信片，而我们之间根本不认识。他们为什

么要给素不相识的刊物主编寄贺卡呢？我觉得

应该是他们对我等的鼓励和肯定，也许这是我

自作多情吧！但至少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时的

社会风气和学界风气与现在大不一样。

“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是国内一级学

会中人数最多、办得最好的学会之一。湖南省

在这个学会中的常务理事只有两人，一个是《湖

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主编、中国高校

文科学报研究会副会长、在学报界很有影响的

卜庆华，一个就是我。因《长沙电力学院学报

（社会科学版）》在学报界的声誉和影响，以及因

我是国内学报界最年轻的教授，所以在“中国高

校文科学报研究会”成立青年委员会时，我还被

推举为青年委员会主任委员。

１９９９年，“中国高校文科学报研究会”第一

次开展“百强学报”评选活动，《长沙电力学院学

报（社会科学版）》入列“百强学报”，且排名第

２６位，教育部发文通报。在强手如林的全国高

校文科学报中，一所一般工科院校主办的《学

报》能脱颖而出，殊为不易！在《学报》编辑部这

一高校“不起眼”的岗位上，能得到这样的肯定

和认可，是对我和同事们的最好回报、最大安慰

和最高奖赏！我本人于１９９５年被湖南省委宣

传部评为“湖南省十佳理论编辑”，１９９６年被国

家教委评为“全国优秀学报编辑”，并获田家炳

基金奖。２００５年，我调离长沙理工大学时，有

人对我说：“你在长沙水电师院到长沙理工大学

的１８年间，做了很多出色的工作，但最大贡献

之一是把《学报》办得在全国有影响、有地位。”

１９９９年，我因担任教学部（教务处与学工

部合并的机构）主任，行政事务太繁重，无法再

顾及《学报》工作，于是辞去了《学报》主编职务。

我在十二年的办刊经历中，深切地感受到：

要办好一份刊物很难，而要继续办好更难！

现在回想起《学报》编辑部的往事，特别是

当时的同事们，感慨良多。

靳绍彤教授是把我调进《学报》编辑部的首

任主编。他为办好《学报》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也因办刊有功，他在学校是个可以“呼风唤雨”

的人物。他在年满６０周岁之后，又延聘了一

年，在延聘期间，他得了一场差点夺命的怪病，

因这病，他才发现自己几十年来少了一个肾，据

他回忆，可能是小时候在老家唐山时被日本人

割掉了。我在病房里陪护了他两晚，他长谈了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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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己的经历，感叹光怪陆离的人生，也谈了他对

办刊的一些体会。他还说，出院后就退休，不再

干了。但他出院后，又申请延聘了一年。这也

许是对《学报》“有所不舍”吧。

陈其相教授是我的前任主编，研究中国古

典文学。对我很好，很关心我。他是上海人，很

精致。我送他两坨邵阳特产“猪血丸子”，一个

月后我问他好吃不？他说还没吃，因为怎么洗

也洗不干净。我大笑：这是烟熏品，不管怎么

洗，都会是黑的！

章惠康教授，在靳绍彤和陈其相担任主编

时任副主编，研究中国古典文学，当时《学报》富

有特色的“补白”，基本出自他手。他富有激情，

对我也很好。他的孙子和我儿子是幼儿园同班。

靳绍彤和陈其相两位主编都已作古。他们

去世时我不知道，不然我一定会去送他们一程。

李传书、刘范弟、王新生三位教授都是在我

担任主编时与我并肩作战的战友，我们既是志

同道合的同事，也是“称兄道弟”的朋友。李传

书是我提议任副主编并与我开展质量竞赛的仁

兄，已多年未见。最近，刘范弟在整理创刊历史

资料，并频繁地向我核实一些情况，可见其严谨

认真的态度。王新生后来也担任了主编，后又

为文法学院院长，我们联系密切，常以“廖哥”

“王哥”相呼。

１９９８年寒假，大雪纷飞，寒风刺骨，我、李

传书、刘范弟、王新生，还有当时身怀六甲的编

务方志蓉，为了准备全国百强社科学报的申报

材料，加班加点一个多星期，不仅没有一分钱的

加班费，还得自掏腰包轮流做东，或买盒饭，或

下馆子，虽然辛苦，但很快乐，最终收获了国家

教委“百强社科学报”且位列第２６名的好成绩！

在一次学校的会议上，当听到校长爆出哪些处

哪些系一年中吃喝了多少钱时，我心里感到对

不起编辑部的同事们！２０１９年，当我在出差途

中听到方志蓉因突发心脏病而逝世时，我忍不

住留下了泪水，这泪水中就有深深的怀念和一

份歉疚！

祝学报越办越好！

（中南林业科技大学校长、二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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